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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VUAC 时代的到来,创新的驱动作用愈发凸显。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

调节定向理论,以上海和深圳两市2007-2017年 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

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

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

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

越显著;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间起着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高、风险承担强时,企

业创新产出会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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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今,世界处于 VUAC 时代,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竞争格局日新月异,新型挑战层出不穷,企业创新业已成为企业变中求胜的重

要法宝,关乎企业生存及发展,影响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未来发展态势。企业创新成功与否不仅依赖资源投入和使用,更与企业决策

的制定、执行主体即高管息息相关。根据职业生涯关注理论,属于隐性激励的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是激励高管为自身职业声誉以

及未来晋升机会等积极工作的一种行为,可以有效控制代理成本,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两者之间的冲突,影响高管的决策行为
[1]
,从

而可能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当前,学术界对高管职业生涯关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投资、企业业绩波动性、企业风险、企业重

组、职业生涯关注模式、投资效率、在职消费以及企业创新投入等,较少探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现有文献认为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是非线

性关系,即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和末期的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低,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处于职业生涯成熟期的高管,职业

生涯关注较高,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2-3]。但是,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投入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即高管职业生

涯关注随高管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企业创新投入亦随之逐渐降低
[4-6]

,而企业创新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7]
,那么,高管职业

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呢?本文认为,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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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首先需要考虑企业自身因素。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如同生物体,存在

生命周期,会经历“出生”至“死亡”的过程,高管决策行为会根据企业发展阶段适时调整[8]。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发展

状况、高管决策行为以及职业生涯关注不同,从而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研究高管职

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差异性影响。企业创新具有风险性,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风险承担两者关系以及风险承担与企业创

新产出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已较多,但是,关于风险承担对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关系影响的研究较少。此外,微

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受制度影响,研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应将制度环境这一外部因素纳入影响机制之内。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促进定向使得企业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对获得部分更为敏感和关注,预防定向使得企业更加重视损失部

分[9]。处于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会激活高管不同的定向,影响其职业生涯关注和企业创新产出。另外,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支柱性产业,突破其创新瓶颈,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可加速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转型、

发展与结构调整,因此,在制造业企业中研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具针对性。 

本研究主要贡献如下:①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投入两者正相关,企业创新投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那么,高管职业生

涯关注可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对此进行验证;②现有研究较少考虑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

者关系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从企业生命周期、风险承担以及制度环

境3个新视角探讨两者关系,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在我国特定情境下的运用。

同时,通过探究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为我国企业高管制定和执行创新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1 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1.1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 

职业生涯关注理论认为,高管职业生涯包括刚进入岗位的初期、渐入佳境的成熟期和临近退休的末期 3 个阶段,在职业生涯

的不同阶段,企业发展状况以及高管的利益需求、职业关注均有所不同,高管会针对性地制定和执行企业决策[3],从而影响企业创

新产出。 

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高,由于刚刚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较为年轻且富有活力,拥有较强的学习与

变通能力,对新信息的接受与消化更为快速和敏感,具有冒险和革新精神,因而在决策过程中更加自信和大胆,敢于承担风险,选

择投资高风险的创新项目[10]。此外,迫于企业业绩压力及自身晋升需求,高管急于证明和展示管理能力,为其后期职业生涯关注与

自我价值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会为企业长远稳定发展考虑,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11]。当高管职业生涯逐渐进入成熟期和

末期,职业生涯关注呈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长,高管原有的知识结构逐渐老化,知识更新速度以及对新信息的敏感度、接受度等

均会降低,承担风险的能力减弱,偏向投资低风险的短期项目[10];由于自身管理能力和自我价值均已得到肯定,其职业声誉和社会

地位亦有一定积累,因此,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动机不再强烈,为不损坏已累积的声誉,其采取的决策逐渐倾向于保守[12]。同时,囿

于企业创新的投入和收益存在一定滞后性,高管接近退休时偏向短视行为,不再过多注重创新投资,进而影响企业创新产出[13]。因

此,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随着职业生涯阶段的发展逐渐降低,企业由长远投资转向短期投资,减少企业创新投入[5-6],继而抑制企业创

新产出。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即高管越年轻,职业生涯关注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越高。 

1.2 企业生命周期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1.2.1 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对企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未统一,有学者认为企业会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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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期逐渐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直至最后的衰退期[14];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会由成长期步入成熟期,逐渐转入衰退期[15];还有学者根

据企业创立时间的长短进行划分,认为企业会经历创立时间较短的成长期和创立时间较长的成熟期两个阶段[16]。 

借鉴既有研究,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创立时间较短的成长期、创立时间较长的成熟期。梁莱歆等[17]研

究发现,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递增,企业创新能力逐渐衰退。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对企

业创新产出具有差异化影响。成长期企业,处于不断发展与扩大之中,尚未实现规模化,获得生存和发展是其重中之重,企业创新

是扩大市场规模的主要途径,该类型企业具有强劲的创新能力以及积极性[8],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得到提高,其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激发,采取较为大胆的经营决策,不断扩大规模和占有市场,开展企业创新活动,增加创新投入,提高企业价值[17]。成熟期企业,

相较于成长期企业,已经实现规模化,企业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稳定已占有的市场份额,倾向于既有价值的保全[18],企业组织结构

较为僵化,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经营决策趋于保守,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降低,为降低可能发生的创新失败成本而较少开

展创新投资活动,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19]。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生命周期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同等条件下,企业生命周期越长,高管

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越小。 

1.2.2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为经济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活动提供基础准则,包括社会、法律、经济以及政治等一系列基础规则的总和,

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20]。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方针等存

在较大差异,制度环境具有差异性。 

尹美群和高晨倍[21]认为,制度环境不同,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及效果亦不同。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更加有助于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任曙明等[22]认为,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较强,进而可以提高创新水平。相较于制度环

境较差的地区,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有着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健全的企业创新保障机制;法治化程度高,

知识产权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法制环境更加透明化;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融资能够得到保障,企业间竞争更为激

烈,创新氛围较为浓郁[23]。根据调节定向理论,较好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创新氛围会激发促进定向,高管处于制度环境较好的企业

中,其职业生涯关注的促进定向得到激活,会为企业长远发展而革新,不断提升企业创新的投资力度,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因此,

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越显著。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环境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同等条件下,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

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越显著。 

1.3 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 

获得高额利润是企业经营目的所在,企业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失败,企业愿意承担风险且有能力为此付出

一定代价的意愿即为风险承担[24]。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显著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年轻的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高,决策较为大胆,敢于投资高风险项目,对新知识

以及前沿信息的了解和掌握较快,愿意承担风险;高管与股东都看重企业发展前景,利益需求一致,会共同承担企业风险,风险承

担能力较强。随着高管年龄逐渐增加,高管职业生涯由初期、经由成熟期进入末期阶段,其职业生涯关注呈下降趋势,高管学习、

接收、消化新信息与新知识的能力降低或甘于现状,企业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愈发趋于保守,逐渐规避高风险项目,企业风险承担能

力遭到削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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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创新需要企业具备容忍创新失败的能力,企业创新的收益与风险并存,创新成功

的确能够为企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有助于企业稳定发展,但是,如若企业创新遭遇失败,轻则背负较高的失败成本,重则将会造

成企业破产。严若森等
[26]

认为,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会提高企业容忍创新失败的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创新。Lewis
[27]

研究发现,风

险承担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投入。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容忍创新失败的能力越强,创新意愿和创新投入力度越高,进

而加大创新投资,提高企业创新产出。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2007-2017 年我国上海和深圳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 Stata15.0 分析研究数据。其中,企业专利申

请数、财务数据、高管年龄等资料来自报告、企业年报以及数据库,如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缺失值则通过查找一些网站,

如新浪财经、同花顺和巨潮资讯网等予以补充和完善。同时,对研究数据中存在的金融类企业、保险类企业以及 ST、*ST 标识类

企业等予以剔除,最终得到 19525 个研究数据。此外,为排除所选样本中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研究中的连续变量采取 1%

的缩尾处理(Winsorize)方法。考虑到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时滞,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均进行滞后处理。 

2.2 变量定义与度量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产出(Inno)。依据我国《专利法》,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由于企业专利具

有客观性和易获得性,专利申请数量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企业发明、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 3 种专利的申请总数

能更加准确地衡量企业综合创新产出能力[28]。借鉴何瑛等[29]的研究,企业创新产出以企业发明、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 3种专利

申请总数加 1的自然对数衡量。 

2.2.2 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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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参照既有文献,高管特指企业 CEO,当企业未设置 CEO 职位时,以总经理或总裁数据

作为替代[30]。本研究以高管实际年龄值(G_age)作为高管职业生涯关注的衡量指标[12]。此外,根据高管实际年龄值构造 Young 高

管、Middle高管以及 Old高管等 3个高管年龄哑变量,具体衡量方式如下:若高管年龄在45岁及以下,Young 高管(Y_G)为 1;否则

为0。若高管年龄处于45～50岁之间,Middle高管(M_G)为1,否则为0。若高管年龄在50岁以上,Old高管(O_G)为1,否则为0[12,25]。 

2.2.3 调节变量 

(1)企业生命周期(Firm_age)。 

借鉴企业生命周期相关研究,采用企业创立时间长短加以衡量。若企业创立时间在 10 年及以上,为企业成熟期,生命周期取

值为 1;若企业创立时间在 10年以下,为企业成长期,生命周期取值为 0[16]。 

(2)制度环境(Market)。 

借鉴王小鲁等
[31]

的研究,采用市场化指数衡量制度环境。若企业所属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大于本年全国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

制度环境取值为 1,表明企业所属省份的制度环境较好;若企业所属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小于等于本年全国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制

度环境取值为 0,表明企业所属省份的制度环境较差。 

2.2.4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风险承担(Rd)。关于风险承担的衡量,借鉴朱炎和王广
[24]
的方法,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与企业营业收入

的比值进行度量。 

2.2.5 控制变量 

为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选取控制变量如下:①企业规模Size,由企业总资产额的自然对数加以衡量;②资产负债率Lev,用企

业总负债额与企业总资产额两者之比进行衡量;③现金流动性 Flow,由企业现金额与企业总资产额两者之比衡量;④企业盈利状

况ROA,用总资产收益率衡量;⑤员工劳动生产率Salespp,以企业营业收入与企业员工数两者之比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⑥企业成

长性 Growth,由托宾 Q 值加以衡量;⑦企业资本密度 Fixedpp,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企业员工数两者之比的自然对数衡量;⑧

企业成长机会 MB,用企业账面市值比进行度量;⑨高管薪酬 Salary,用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加以衡量。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以

下虚拟变量,如行业(Industry)、年份(Year)以及省份(Province)。详细的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产出 Inno Ln(三种专利申请总数+1) 

解释变量 职业生涯关注 G_age 高管实际年龄值 

  
Y_G 若高管年龄在 45岁及以下时,取值为 1,否则取0 

  
M_G 若高管年龄处于 45-50岁之间时,取值为1,否则取 0 

  
O_G 若高管年龄在 50岁以上时,取值为 1,否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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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变量 企业生命周期 Firm_age 若企业创立时间在 10年及以上时,取值为 1,否则取0 

 
制度环境 Market 

企业所属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大于本年全国 

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取 0 

中介变量 风险承担 Rd 企业研发投入金额/企业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总资产额)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额/企业总资产额 

 
现金流动性 Flow 企业现金额/企业总资产额 

 
企业盈利状况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员工劳动生产率 Salespp Ln(企业营业收入/企业员工数) 

 
企业成长性 Growth 托宾 Q值 

 
企业资本密度 Fixedpp Ln(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企业员工数) 

 
企业成长机会 MB 企业账面市值比 

 
高管薪酬 Salary Ln(高管薪酬总额) 

 
虚拟变量 Industry 上市企业所在行业 

  
Year 上市企业的年份:2007-2017 年 

  
Province 上市企业所属省份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研究中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其中,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产出(Inno)的中位数和平均数均在 2.7 左右,最大

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6.655,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间创新产出水平差距明显。解释变量中高管年龄(G_age)介于 33～64 岁之

间,中位数和平均数相近,中位数为 49岁,平均数为 48.60 岁,均在 49岁左右,低于美国的 55岁左右,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高

管相对年轻,职业生涯关注较高[11]。其中,高管年龄在 50 岁以上(O_G)的占比最大,年龄位于 45～50 岁之间(M_G)的占比次之,年

龄在 45 岁及以下(Y_G)的占比最小,说明高管年龄结构缺乏均衡性。调节变量企业生命周期(Firm_age)的平均数为 0.864,可见,

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创立时间在10年及以上的较多,即成熟期企业较多。另一个调节变量制度环境(Market),其平均数为0.814,

说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所在地区普遍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中介变量风险承担能力(R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为悬殊,分

别为 24.63、0.023,平均数和中位数较为接近,分别为 4.117和 3.320,这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能力差距较大。

其它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不再赘述。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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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 14700 2.737 1.415 0 2.708 6.655 

G_age 19500 48.600 6.311 33 49 64 

Y_G 19500 0.254 0.435 0 0 1 

M_G 19500 0.302 0.459 0 0 1 

O_G 19500 0.444 0.497 0 0 1 

Firm_age 19500 0.864 0.343 0 1 1 

Market 19500 0.814 0.389 0 1 1 

Rd 14000 4.117 4.129 0.023 3.320 24.630 

Size 19500 22.000 1.272 19.740 21.810 26.000 

Lev 19500 0.417 0.205 0.008 0.414 1.352 

Flow 19500 0.185 0.149 0.002 0.138 0.960 

ROA 19500 0.053 0.050 -0.083 0.045 0.226 

Salespp 19500 13.720 0.916 10.010 13.610 18.940 

Growth 18800 2.068 1.194 0.935 1.679 7.644 

Fixedpp 19500 12.480 1.127 7.166 12.440 18.700 

MB 18800 0.596 0.229 0.131 0.596 1.069 

Salary 18900 13.110 0.790 8.575 13.120 15.150 

 

3.2 回归分析 

3.2.1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 

在加入其它控制变量的前提下,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以高管实际年龄值(G_age)滞

后一年为解释变量,企业创新产出(Inno)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年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

关(回归系数为-0.005),即高管年龄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低,也就是说,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随着高

管年龄的增长,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逐渐降低,企业创新产出呈下降趋势。模型(2)以高管年龄的哑变量 Y_G 滞后一年为解释变量,

以企业创新产出(Inno)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Y_G 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 0.072);模型

(3)以高管年龄的哑变量 M_G 滞后一年为解释变量,以企业创新产出(Inno)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M_G 的系数不显著;模型

(4)以高管年龄的哑变量O_G滞后一年为解释变量,以企业创新产出为(Inno)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O_G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

响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55)。综合模型(1)-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正

相关,H1得到验证。 

3.2.2 企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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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既有调节效应文献研究,为避免分析过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企业生命周

期、制度环境分别作中心化处理,运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交互项的显著性,检验企业生命周期和制度

环境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32]
。 

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可知,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交

互项在 5%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11)。相较于企业生命周期较短的成长期阶段,在企业生命周期较长的成熟期阶段,高管职

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也就是,企业生命周期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具有负向调节作

用,H2得到验证。 

制度环境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在 5%水

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 0.010),说明相较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

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越显著,也就是,制度环境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H3得到验证。 

3.2.3 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分析 

借鉴已有研究文献,采用依次检验方法分析风险承担中介效应的显著性[32]。其中,系数 c 值为-0.005 且在 5%水平下显著;系

数 a值为-0.014且在 5%水平下显著;系数 b值为0.018且在 1%水平下显著;系数c′值为-0.006且在 5%水平下显著。因此,风险

承担的中介作用显著。即,风险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高、风险

承担较强时,企业创新产出会有所提高,H4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所得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如下稳健性检验:①滞后解释变量。分别检验高管职业生涯关注滞后两年、3年对企

业创新产出的影响;②替换企业创新产出变量。借鉴权小锋和尹洪英(2017)的研究,改变企业创新产出的衡量方式,分别对企业发

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种专利进行3、2和 1的权重赋值,将 3种专利类别的权重赋值与申请数量相乘之和进行加总,并在此

基础上加 1取自然对数衡量;③替换估计方法。采取泊松计数模型估计方法检验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上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高管越年轻,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越高;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高管对企业创新产

出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年龄在 45～50 岁的高管对企业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高管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综

合以上分析,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本研究所得结论稳健性较强。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基于 2007-2017 年上海和深圳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依据职业生涯关注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调节定向理论,探究了

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并深入考察了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和中介因素。所得研究结论如下:①高管

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即处于职业生涯关注初期的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高,倾向于创新投资,企业创新产

出水平较高。随着职业生涯关注由初期进入成熟期,直至末期,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逐渐降低,高管更重视短期收益状况,注重短期

投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随之降低;②企业生命周期负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即企业生命周期越长,由

成长期进入成熟期,企业创新动力减弱,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小;③制度环境正向调节高管职业生涯

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即制度环境越好,促进定向得到激发,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越显著;④风险

承担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越高,企业决策越趋于大胆,敢于承担风险,增加

创新投资,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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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启示 

(1)企业应高度重视高管职业生涯关注。 

在 VUAC时代,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要在竞争中得到稳定发展,应该根据职业生涯关注理论,关注高管在各个职业生涯阶段需求

的变化,并针对其需求采取具体措施。职业生涯初期,高管职业生涯关注较高,保持高管强劲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非常重要,制

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赋予高管足够的管理权力,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促使高管为实现自我价值而积极工作。职业生涯进入成

熟期以及末期,高管职业生涯关注逐渐降低,需要激发高管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如强化激励机制,增加薪酬和股权等激励方式;

加强董事会的监督力度,规避高管的短视行为;培养高管的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更多进修机会,高管可以根据其掌握的前沿动态制

定和执行创新决策。 

(2)企业需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机制。 

成长期企业更加关注自身生存发展状况,因此,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应该注重培养和挖掘具有远大抱负的高管,发挥企业强

劲的创新动力,促进创新产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成熟期企业为维持现有竞争优势更加关注已占市场的稳定性,因此,对于成

熟期企业而言,需突破以往管理以及经营模式,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和环境;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招揽青年才俊,为企业持续注入

新鲜“血液”,确保企业高管年龄结构的合理性,保持企业发展活力;同时,还应健全和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不断推动企业创新发

展。 

(3)政府合理优化区域制度环境,企业高效利用制度环境。 

企业所处地区不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较为明显。各地区政府根据自身情况优化制度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新提

供良好的“硬支撑”,打造兼具公平、公正、开放且有助于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知识产权等得到合理保

护。同时,企业除关注其内部环境外,也需关注制度环境变化,根据制度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创新决策,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如政府的

扶持政策等,激发创新活力,确保企业未来的创新之路更加宽广。 

(4)提升企业和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极高风险性,企业和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与能力对企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高管需提升职业生涯关

注认知,规避盲目跟风,在充分考量自身风险承担的基础上突破束缚,大胆创新,提高风险承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在创新活

动的关键决策上,要时刻保持战略高度和眼光,摒弃短视行为,将企业创新置于企业长远发展框架中。 

4.3 研究不足 

本研究检验了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并对影响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探讨,对现有研

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①所选研究数据为我国上海和深圳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研究样本可能存在行

业覆盖面过窄、不够全面等问题,所得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仍需作进一步验证;②影响高管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两者关

系的因素众多,本文仅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制度环境以及风险承担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效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进

一步加强;③职业生涯关注属于抽象化概念,衡量方法和指标较多,本研究仅选取高管年龄加以度量,难以准确且直接地衡量职业

生涯关注,未来研究可尝试采用高管强制变更概率或新任高管等更为直接的方法衡量高管职业生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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